关于行政诉讼法修改的几点意见

1989年4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至今已有13个年头，其间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内外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党领导人民的基本方略，法治国家正在逐步建立。彻底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正取得重大进展；我国加入WTO，和世界融为一体，标志着改革开放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时势的巨变，迫切要求尽快修改完善我国的司法审查制度，和时代接轨、和世界接轨。行政诉讼法施行十多年的情况表明 ，既有制度确实存在一定缺陷，急待修补，并且我们已经积累了许多经验和教训。正是基于上述情况，笔者认为修改行政诉讼法势在必行，探讨行政诉讼法修改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的意义，为此，就行政诉讼法修改谈几点粗浅意见。
1、 司法审查水平太低，既不能顺应保障公民权利免受公权不当侵害的民意要求，又不能顺应世界民主法治的潮流，并且达不到中国加入WTO所承诺的司法审查标准。行政诉讼法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这表明我国现有司法审查制度只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一般不审查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司法审查放弃对合理性的审查，就难以有效地防止行政机关借口合法，严重侵犯私权，不仅公民的权利难保，而且司法审查制度的作用也大打折扣。监督、约束公权，防止行政机关滥用自由裁量权，这是世界民主法治的潮流。WTO规则从范围上、程度上对行政机关合理行使行政行为作了规定，例如GATS规定，对所有影响服务贸易的措施，都要以合理、客观和公正的方式予以实施，应保证受害方在任何情况下享有司法审查请求权。建议在行政诉讼法修改中，增加对行政行为合理性的全面司法审查。

2、 受案范围过窄，导致公民告状无门。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仅限于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对抽象行政行为不得提起诉讼。例如河南律师状告铁道部案，北京出租车司机状告北京市公安局案等。WTO的法律规定及我国的加入议定书中对司法审查范围所作的承诺将直接影响到我国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是变还是不变。从相关法律条文分析，WTO与我国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的关系主要涉及到以下几个问题：1.抽象行政行为是否纳入受案范围；2.是否取消行政终局裁决. 按照现行的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相对人对抽象行政行为不得提起诉讼 ，只能通过其他监督途径解决违法实施抽象行政行为的问题。而WTO规则以及我国 的加入议定书对抽象行政行为 的 司 法 审 查进行了相关的规定， 如GATS（服务贸易总协定）、反倾销协定以及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GATS第6条第1款规定"在已作出具体承诺的部门中，每一成员应保证所有影响服务贸易的普遍适用的措施以合理、客观和公正的方式实施。"这里的措施在第28条定义中规定为"一成员的任何措施，无论是以法律、法规、规则、程序决定、行政行为的形式还是以任何其他的形式"。显然，这里的措施包括了抽象行政行为。此外我国在WTO加入议定书中承诺了"如初始上诉权需向行政机关提出，则在所有情况下应有选择向司法机关对决定提出上诉的机会"。也就是说我国向WTO其他成员承诺了司法机关（人民法院）是司法审查的主体，并实行司法最终审查原则。

3、 行政诉讼成本太高，老百姓一般不愿意付出更高的代价去争取一些小的利益。这也许是行政诉讼制度存在问题。比如，你是一个食品经营企业，有一天因事违法，被罚款200元，你也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不合法定程序，你仍不敢轻易就此申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因你违法的事实存在，法院判决程序违法，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你不同样被罚了吗，行政权的重要特点是自由裁量权，下次你再违法，可能是20000元，再者作为生产经营企业，随便都能找到你违法的事实（特别是县以下的），你只有不干这行了，否则，对你的处罚会象泉水一样源源不断。

4、 由基层法院主要承担一审管辖，常常不胜重负。行政诉讼法与民诉、刑诉一样规定，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行政案件。在施行的十二年中，  在已经受理的案件中，三分之二是没有经过实体审理和判决，以原告撤回起诉、法院驳回起诉等方式了结的，其中原告撤诉一度高达57％，驳回起诉最高达13％；法院判决原告胜诉的比例不到20％（不包括被告在诉讼过程中改变原行政行为，原告实际上胜诉的）。“民告官难”、“行政审判难”，至今仍是许多人的感慨。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基层法院难胜其任。我国现有的司法审查制度很难保证对行政行为进行独立、公正审查，基层法院更是承受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开展对行政诉讼案的审理举步维艰。要改革这种堪忧状况。可以探索提高行政诉讼的审级、或者设立专门的行政法院，以摆脱地方干预。但是由于被告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与被告同属一个行政区域，因而出现较为普遍的地方干预，这从行政诉讼的某些实际数据可以看出来，如据统计，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其中13％是以法院驳回起诉为结局的，还有40％以上的案件是由原告撤诉而告结束。也就是说，即使立案后也只有40％多的案件，最终由人民法院对该案的实体问题作出了裁判。这对于本来数量较少的行政案件而言，更显得耐人寻味。 
5、 行政诉讼 案件应当允许调解。 行政诉讼法第5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也就是，除了行政赔偿案件，法院不得用调解的方式结案。这一规定是受立法时的主流观点的影响。立法时主流观点认为，公权不允许任意处分，如若允许调解，会给行政机关进行权钱交易开方便之门。行政诉讼法施行12年，原告撤诉始终占全部案件的三分之一以上，最高达57％；撤诉案件中，被告没有改变、撤销或者作出行政行为的情况下原告撤诉的，占一半以上。这分明是没有调解书的调解。从司法实践看，不适用调解不利于行政机关与群众的沟通，不利于纠纷的解决。建议在修改行政诉讼法时，取消现有规定，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在不违反当事人意愿和法律强行规定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调解。

6、 3个月的起诉期限太短；审理程序和证据规则欠缺具体明确的规定；法律适用也成问题，特别是对法规、规章的合法性审查尚未确立有效机制；法定的裁判方式也不敷使用。

7、 谁当被告”没有很好解决（特别是经过复议的案件）；3个月的起诉期限太短。

